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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时空 

格局及驱动力解析 

乔文怡 黄贤金
1
 

（南京大学地 理与海洋科学学院，中国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运用城镇用地扩展强度及扩展强度差异指数、景观扩展指数、人口—土地协

同度、经济—土地协同度等方法，分析了 1980—2018 年长三角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格局的特征和扩展质量，同时

运用重心—GTWR 模型剖析各个时期不同发育等级城市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1980—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城

镇用地扩展强度整体上呈现出下降—上升—下降的趋势，并在 2005—2010 年出现高峰，2005 年之前高速发展城市

主要集中在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2010 年后安徽省各地市的城镇扩展强度开始上升，经济增长是城镇用地扩展

强度变化的核心驱动因子。(2)长三角城市群城市扩展速度南部高于北部，并有向北部转移趋势，经济增长、教育水

平和交通区位的驱动影响较大，城镇用地创造的经济效率显著。(3)长三角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以飞地式和边缘式

模式并存为主，空间发展模式逐渐向多核发展模式转变，出现西部资源承接中心、中部教育中心、南部科技研发中

心和东部资源配置中心四大功能核心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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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用地的空间扩展是城镇化和土地利用变化最集中最直观的地理空间表现。改革开放促使城市的高级化发展，城镇用地

扩展呈现快速化、多样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群的主体地位愈加凸显，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地域单元[1]，组

团式的发展促使城镇用地扩展的速度和形式更加空前和复杂[2]，不可避免会产生诸如建设用地无序无度扩张、生态环境毁坏等一

系列问题。在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下，量化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的格局特征和驱动力机制，是优化城市群发展规划和

决策的必要条件。 

纵观国内外，城镇用地扩展格局及其机制研究始终是学者和政府关注的焦点，研究的区域尺度既包含对全国范围的城市群

的比较[3]，也涵盖京津冀[4]、长江三角洲[5]、中原城市群[6]等一系列国家级城市群，以及不同发育等级的珠江三角洲[7]、武汉城市

群[8]、长株潭城市群[9]等。研究内容涵盖城镇扩展协同发展理论[10,11]，以及带来的社会经济[12,13,14,15]、生态[16,17,18]、人口[19,20]等方面

的影响。研究方法上，扩展强度指数及扩展差异指数、分形维数等是分析城镇扩展格局的基本方法，驱动力分析更多地是采用回

归分析[21,22]、相关分析[23]和主成分分析[24]等传统方法。随着学科的交叉融合，城镇扩展的时空异质性和复杂性逐渐引发了学者的

重视，以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为基础衍生的 Logistic-GT-WR
[25]

、重心-GTWR 模型
[26]
以及耦合多要素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27,28]
被广泛采

用。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潜在的可以与世界五大城市群媲美的世界级城市群，城镇用地表现出高密度、高强度的特征，对其空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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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及背后成因的探究几乎从未间断。宁越敏[29]、顾朝林[30]等一批学者最早展开对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的特征和形成机制的研

究，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更加侧重理论和描述性的分析，为长三角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相关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引发

了大量学者广泛的实证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性研究成果。然而，针对长三角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的相关研究仍存在深入挖

掘之处：(1)城镇用地扩展格局特征的分析局限于从城市群整体层面出发对城镇扩展面积、城镇扩展速度的数据描述，缺乏从城

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的角度进行深入探讨；(2)相关的机制分析几乎没有关注到政策导向下城市核心驱动力的遴选和相

应的主导模式；(3)忽视了城镇扩展的时间非平稳性。 

作为“一带一路”政策与“长江经济带”战略的重要交汇地，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建设空间利用效率不高的问题依然突出，

1980—2018 年城镇用地扩展强度为 0.13%（图 1），随着城际交通网络的完善、都市圈交通网的打通以及对外综合运输通道的畅

通，长三角城市群城镇空间必然发生更为剧烈的扩展。因此，本文首先利用城镇用地扩展强度及扩展差异指数、景观扩展指数等

方法，多维解析长三角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格局特征，并对其城镇用地扩展的质量进行评价。其次采用重心—时空地理加权模型

（重心-GTWR)[31]，即耦合了重心转移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将时间和空间的因素纳入到对城镇建设驱动力的影响机制

中，突破时空一致的假设对城镇用地扩展的限制，旨在凝练长三角城市群不同城市发展的主导模式和核心驱动力，力求为科学认

知长三角城市群城镇用地变化的规律，加快同城化一体化的高质量建设提供参考借鉴。 

 

图 1长三角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以 2016 年国家发改委《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为依据，本文所研究的长三角城市群包括 26个城市，涉及上海市、江

苏省 9市、浙江省 8市、安徽省 8市（图 1）。研究时段为 1980、1995、2000、2005、2010 和 2018 年 6个年份，矢量数据来源

于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长江三角洲科学数据中心（http://nnu.geodata.cn:8008/），提取出大、中、小城市及县镇

以上建成区用地。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上海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安徽统计年鉴》，为保持计算

统一，全部转换为 1990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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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1.2.1 城镇扩展格局分析 

城镇用地扩展强度和扩展差异指数。城镇用地扩展强度指数（Urban Expansion Intensity Index,UEI）和城镇用地扩展差

异指数（Urban Expansion Intensity Differentiation Index,UEDI）分别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比较城市城镇用地的扩展强

度、速度、状态[8]。计算公式为： 

 

式中：UEIi、UEDIi分别表示城镇用地扩展强度指数、城镇用地扩展差异指数；Ui
t1、Ui

t2 表示第 i 个城市在研究时段 t1、t2

的城镇用地面积；Ut1、Ut2 为研究时段 t1、t2城市群的城镇用地面积；Δt为时间跨度。 

景观扩展指数。景观扩展指数（Landscape Expansion Index,LEI）通过判别原有城镇用地与新增城镇用地的空间关系，直

观刻画了城镇用地扩展的动态过程[3]。计算公式为[3]: 

 

式中：LEIit为景观扩展指数；Lit为新增城镇用地与原有城镇用地的共同边界长度；Pit为新增城镇用地的周长。一般来说，

可将城镇用地扩展模式划分为三种类型：(1)飞地式扩展（LEIit=0），新增城镇用地独立于原有城镇用地之外；(2)边缘式扩展

（0<LEIit≤0.5），新增城镇用地出现在原有城镇用地边缘并向外延伸；(3)填充式扩展（0.5<LEIit≤1），新增城镇用地在原有城

镇用地内部的空隙。 

1.2.2 城镇扩展质量分析 

高质量的城镇用地扩展要求以较少的建设用地承载较多的人口、创造较高的经济收益[33,34]。本研究利用“人口—土地”协同

发展系数和经济弹性系数来分析城镇用地扩展质量。 

城镇用地与人口协同发展系数。通过计算新增城镇用地和原有城镇用地的人口密度的相对变化值，来分析城镇用地扩展过

程中的人口—土地协同程度，其公式为： 

 

式中：Pit为人口—土地协同指数；Pnew、Poriginal分别为新增、原有城镇用地的人口密度。 

经济弹性系数。通过计算城镇用地扩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对变化，分析城镇用地扩展的经济—土地协同程度，其公式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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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Lit为经济—土地协同度指数；GDPit1、GDPit2、Landit1、Landit2分别为城市 i在研究时段 t1、t2的 GDP和城镇用地面积；

n为研究间隔年份。 

参考相关文献[3]，为探讨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是否紧凑、创造的经济效率是否高效，根据人口—土地协同指数 P，将长三角

城市群划分为三种类型：人口—土地基本协同（P=1）、人口快速增长型（P>1）、土地过快扩张型（P<1）。同理，根据经济—土地

协同度指数 L，长三角城市群的城镇用地扩展可分为三类：土地扩张型（L<1）、经济—土地基本协同型（1≤L<5）、经济增长型

（L>5）。 

1.3 驱动机制分析 

1.3.1 重心—GTWR模型 

重心—GTWR 模型是重心转移模型与 GTWR 模型的结合，充分考虑了城镇用地扩展的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以(x,y,t)距观测点

i的时空距离，代替传统的空间坐标(x,y)，具体模型为： 

 

式中：Yi为观测值；(Xi
t,Yi

t,Ti)为城市 i的时空坐标；β0(Xi
t,Yi

t,Ti)为 i点的回归常数；βk(Xi
t,Yi

t,Ti)为 i点的第 k个回归

参数；Xik是独立变量 Xk在 i 点的值，即模型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变量的值；εi为残差；Xi
t
、Yi

t
分别为重心点经纬度坐标；Xi、

Yi为城镇用地中心的经纬度坐标。 

1.3.2 驱动因子的选取 

城镇用地扩展演化的实质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分工的空间体现。综合来看，城镇用地扩展的驱动因子无外乎三大方面：

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和政策制度，自然地理环境是城镇用地扩展的基本条件和限制因素，其影响基本保持不变；政策制度起

着导向和决定作用，难以用指标进行准确衡量，因此，本文在选择因子时暂不考虑上述两大因素，社会经济因素是本研究拟关注

的重点。鉴于行政单元数据在分析社会、经济数据时具有一定的优势，本文以行政区单元为研究尺度，分析长三角城市群不同城

市发展的主导模式和核心驱动力。 

城镇建设用地包括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服务用地、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道路交通用地等，因此城镇用地扩展的社会

经济驱动因子涉及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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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总值是影响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解释变量。1990 年代以来，在全球化的大浪潮中，长江三角洲地区成为全国经济增长

的热点地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和大量海内外投资，要求以更多的城镇用地来匹配[35]。以1994—2012 年为例，经济增长对

长三角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的影响在 p=0.01 的条件下分别达到 0.90
[36]
。 

城市人口的需求是城镇用地扩展的最初动力[3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医疗教育的完善程度是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居民生

活水平的一种反映。人口的大量迁入和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无形中对住宅、商业服务、生活环境等各方面的物质文化需

要也在增加，最终体现在用地需求上，间接地刺激了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38]。此外，政府为吸引人才和引进产业的固定投入，均

使得城镇建设用地明显扩展。 

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推进了城市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和第二产业向城市郊区的转移
[39]

，从而大大加快了城镇工矿用地等

建设用地的扩张和蔓延，第二、三产业产值对长三角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的影响在 p=0.01的条件下分别达到 0.86、0.91[36]。 

交通客运总量包括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等方式，反映了一个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40]，即交通运输直接影响了建

设用地扩张的延伸方向。 

因此，本研究的城镇用地扩展的社会经济驱动因子涵盖人口、经济、交通、教育等多方面的指标。 

1.3.3 数据处理 

数据的处理方法为：运用相关分析检验因子的共线性，采用主成分分析对相关因子进行分类。城镇用地扩展强度、扩展差异

和景观扩展指数等研究指标均为阶段性指标，自变量为末期与初期的差值，时间变量为末期时间点。 

2 城镇建设用地扩展特征 

2.1 城镇用地扩展强度时间演化特征 

长三角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强度整体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表现出下降—上升—下降的趋势，在 1995—2000 年最小，

并在 2005—2010 年期间达到高峰，之后开始下降，表明长三角城市群逐渐往协同方向发展（图 2）。以苏州、湖州、宣城为分界

线，以北各市的城镇扩展强度与整体的发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以南各市在 2005—2010年的城镇扩展强度反而最小。具体来说，

1980—2018 年，各个城市的城市用地面积持续增加，但不同阶段城市群之间扩张强度存在差异。总体来说，宣城的扩张强度最

高，为0.254%，苏州、滁州、金华其次。1980—1995 年，各地市的 UEI 指数处于较低水平，上海作为国际经济金融中心，经济

发展和城镇人口的迅速增长带来了城镇建设用地的快速扩展，其 UEI 最高，为 0.095%。其次为台州、苏州、宣城、常州；合肥、

南京、杭州作为省会城市，具有良好的城镇建设基础，经济快速发展对城镇用地的需求更多的是对现有用地的提质和改造，UEI

均低于 0.03%。1995—2000 年，台州的 UEI 达到 0.082%，绍兴、湖州、宁波、嘉兴的 UEI 次之，杭甬交通干线周围地市得到发

展。2000—2005 年金华市的 UEI最高，为 0.355%，其次为嘉兴市、宁波市、安庆市、合肥市。城镇用地扩展促使人口增长，人

口数量的激增又进一步加大了对城镇用地的需求，导致扩展强度达到峰值。2005—2010 年，各地市的UEI 指数均处于较高水平，

其中以芜湖的 UEI最高，为 0.432%，宣城、泰州、池州、苏州次之。2010—2018 年，城市群的总体 UEI指数处于最低水平，其

中以舟山的 UEI 指数最高，为0.249%，其次为湖州市、绍兴市，分别为 0.143%、0.112%，上海市、南京市、合肥市、杭州市的

UEI 均小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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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展特征 

2.2 城镇用地扩展强度空间分异特征 

直观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南部尤其是东南部区域发展速度高于北部区域，伴随时间推移，北部区域的发展速度开始提高，区

域发展的中心逐渐向北移动（图 2）。城市群内部各个城市的发展速度、经济基础、功能地位以及发展方式的不同，导致区域内

部城镇用地方式的不同，高速发展的城市如上海市、南京市、苏州市、杭州市等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其中上海市在 1980—1995

和 2010—2018 年期间的发展速度较快，苏南各市城镇扩展差异保持一致的速度，浙江省各市在 2005—2010 年期间的发展速度

差异较大。具体来说，1990—1995年，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宁波、湖州、舟山、台州、滁州、宣城的 UEDI高于城市群的

平均值 1.000。1995—2000年期间，苏南、浙东北以及安徽的滁州、宣城等地市的UEDI高于城市群的平均值，其他城市 UEDI 介

于 0.058～0.981 之间，均低于整个城市群的平均值，其中以苏州市的扩张速度最快，城镇用地面积由 445.854km2 增加到

337.047km2。安徽省滁州等地市靠近南京，受其辐射影响大，UEDI 变化幅度自 1990 年一直保持较高水平。2000—2005 年期间，

金华市、浙东北地区和安徽的西南地区各地市的 UEDI 高于城市群的平均值，其中以金华市的最高，达到了 5.398，城镇用地面

积由 221.879km
2
增加到 80.009km

2
；其他城市 UEDI 介于 0.069～0.914 之间。2005—2010 年期间，江苏省各地市的 UEDI 高于城

市群的平均值，其余地市的 UEDI 介于 0～0.367 之间，其中以苏州市的城镇用地扩展速度最快，面积由 536.916km2 增加到

1395.899km2。2010—2018年期间，上海市、浙江省各地市以及安徽省的铜陵市、滁州市的 UEDI 高于城市群的平均值，上海市是

该时期城镇用地面积扩张最快的城市。上海因高行政级别，发展基础好，吸进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成本低，城镇土地

扩展强度保持在高水平。而浙东北地区部分地区被划为生态涵养区，城镇扩展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沪宁—沪杭—杭甬”发展的

“Z”字轴线上的城市城镇用地扩展始终较高。2000 年之后，安徽省、苏中等地区逐渐成为长三角重点开发区域和产业、人口转

移的承载地，城镇用地需求加大。 

2.3 城镇用地扩展形态特征 

根据景观扩张指数计算 1980—2018 年长三角城市群 26个地市的 3种空间扩展模式（图 3）。整体上来说 1980—2018 年长三

角城市群的城镇用地空间扩展以边缘式和飞地式扩展为主（图3a），城市个数占比均为 50%，呈集聚发展态势。具体来看，1980—

1995 年，现有城市以邻近作用为主，城镇用地扩展区域平稳发展，以填充式为主，城市个数占比达到 65.38%（图 3b）。1995—

2005 年，LEI 介于 0～0.5 之间的城市比重由 53.85%上升到 92.31%，城市发展逐渐变得合理规范，飞地式扩展大幅减少，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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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以边缘式为主，城市群经历了集聚过程，城镇用地格局更加紧凑。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上海市、南京市等核心区域周边出

现多个卫星城以及区位优势明显的新城、新区等，城镇用地扩展有了更多的增长极，如安徽省的芜湖、马鞍山、安庆、池州、宣

城等地市。2010—2018 年间，边缘式和飞地式扩展模式共同作用，成为该时期长三角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的主要模式。其中飞

地式扩展模式的城市个数占比为 30.77%，边缘式扩展占比达到 69.23%。表明该时期长三角城市群开始集聚发展，城镇用地扩展

区域逐渐稳定在上海市、苏南、杭州市等各省会的核心区域。 

 

图 3长三角城市群城镇用地景观扩展指数 

2.4 城镇用地扩张质量分析 

城镇用地扩展是人口增长、社会经济作用下而产生的地理空间表现，本文以城镇用地扩张与人口增长、经济增长的协调程度

分析长三角城市群城镇扩张质量。 

人口—土地协同度表明（图 4a），长三角城市群各地市基本上属于土地快速扩张型，不同时期不同城市的土地承载人口效益

存在差异。具体来说，1980—2005 年，人口土地协同度呈波动增长趋势，2005 年之后协同程度增强。其中1980—1995 年期间，

属于人口—土地基本协同发展的只有安庆市；南京市、杭州市、合肥市、芜湖市、马鞍山市、铜陵市均属于人口快速增长型。

1995—2000年期间，马鞍山市属于人口—土地基本协同，合肥、上海市、铜陵市属于人口快速增长。2000—2005年期间，只有

上海市属于人口—土地基本协同，其他地市均属于土地扩展型，国家相关政策的倾斜，吸引企业向长三角城市群布局，城市群的

用地规模迅速增加，低密度扩张现象显著。2005—2018 年期间，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用地扩展与人口城镇化的协同程度逐步

强化，城市群城镇用地开始由低密度向紧凑型转变，扩张质量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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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长三角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质量 

经济—土地协调度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大部分城市的经济增长等于或大于城镇用地的扩展，城市用地创造的经济效率显著，

但不同时期不同城市的城镇用地经济效益存在差异。具体来说，1980—1995 年期间，城市群所有城市的经济弹性系数大于 1，整

体上协同度较好，部分城市属于经济增长型。1995—2000年期间，只有宣城市属于土地扩张型。2000—2005 年期间，上海市和

江苏省各地市的经济弹性系数均大于 1，浙江省和安徽省部分城市属于土地扩张型。2005—2010年期间，江苏省和安徽省位于土

地扩张型的城市数量增多，2010—2018年上海市和浙江省部分地市属于土地扩张型。 

3 城镇扩展驱动力变化分析 

3.1 城镇用地扩展强度变化驱动力分析 

长三角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强度受同一驱动力影响的城市范围随时间推移具有明显的收缩、转移特点（图 5）。1980—1995

年，中部地区的城镇用地扩展强度受到 F1（经济）的强烈作用，南京市、马鞍山市、宣城市以西地区受到F2（交通）、F3（教育）

的影响，浙东南主要受到 F4（第一产业）、F5（二、三产业主导）的影响。1995—2000 年期间，皖南地市的城镇用地扩展受到F1、

F2、F3、F4的综合驱动作用，F1、F2、F3的影响范围分别向西、东南、南方向各地市迁移，F4、F5的影响范围在上一时期基础上扩

大。2000—2005 年期间，苏州市、湖州市、杭州市一线及其以东区域的城镇用地扩展受 F2、F3的驱动作用强烈，扬州市、泰州

市、盐城市、南通市等苏北地市受到 F1、F5 的共同影响，F2、F3 的影响范围继续向东南、南方向各地市迁移，且影响程度加深，

F4的影响范围向皖南地区迁移。2005—2010 年期间，滁州、马鞍山、宣城一线以西地区的城镇用地扩展强度受 F1、F3、F5的共同

驱动，各个因子的影响范围均有所迁移。2010—2018 年期间，各因子的驱动影响程度有所降低。总体来看，F1影响的城市范围呈

缩小趋势，由中部向西、东南方向转移，城镇用地扩展的质量更加趋于集约高效；F2 影响的城市范围呈缩小趋势，由西向东南、

北部转移；F3 影响的城市范围呈缩小趋势，由西北方向分散转移；F4 影响的城市范围先扩大后缩小，主要在南部城市发挥作用；

F5影响的城市范围由中部扩散到南北。 

3.2 城镇用地扩展差异变化驱动力分析 

城镇用地扩展差异的驱动力影响范围呈现有规律的分布且变化不明显（图 6）。受 F1（经济）影响的城市主要集中在南通市、

台州市、镇江市、南京市及其以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对土地利用的依赖程度相对较大，城市经济的发展更多依靠城镇用地的外延

扩张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来推动和保障。受 F3（教育）、F4（第一产业）影响的城市主要集中在滁州市、马鞍山市、芜湖市、

宣城市一线及其以西地区，上海市、嘉兴市、湖州市、杭州市一线及其以东地区主要受 F2（交通）、F5（二、三产业）因子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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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会产生更高的交通需求和产业结构转化的速度，进一步促进城镇用地的扩展。城镇用地扩展差异的驱

动因子有规律地分布，且具有强烈的地理邻近效应，反映了各城市发展定位的特点和差异。 

3.3 城镇用地扩展形态驱动力分析 

 

图 5长三角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强度驱动影响变化 

长三角城市群形态变化的驱动力影响范围随时间呈现出聚集、迁移的特征（图 7）。1980—1995 年，城镇用地扩展形态变化

受 F1、F2影响强烈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杭州市、镇江市；F3主要对苏州市、常州市、南京市、滁州市等一线及以北地市的城镇用地

扩展形态产生影响；F4、F5的影响格局基本一致，深刻影响着南京周边如滁州、马鞍山市、苏州市，以及上海和杭州等地市的城

镇用地扩展形态。1995—2000 年，F1的影响范围向西北迁移，主要集中在镇江、芜湖一线以南区域；F2、F3、F5的影响范围扩大

并呈现聚集态势，集中影响着浙江省各地市和苏常锡、上海等；F4的影响范围呈缩小态势并趋于扩散。2000—2005 年，受 F1影

响的城市集中在浙东南、皖南地区；江苏各地市的城镇用地扩展形态受 F2的影响开始增强；F3的影响范围缩小并向皖南和浙东南

方向转移，安徽省受 F3的影响较大；F4、F5的影响格局基本保持不变。2005—2010 年之后，各个因子的影响程度均有所下降，至

2018 年，F1、F2对杭州市和皖南地市城镇用地扩展形态的影响较大，受 F3、F4、F5影响的主要是苏南、苏中以及浙江省各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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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城市群发展功能核心分析 

无论在何阶段，城镇用地扩展都是多重速度、多种模式、多种形态的有机结合体，驱动因子之间的均衡与偏向性导致了不同

时期城市用地主导特征的凸显。整体来看，经济、教育是长三角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的核心因子，经济、教育与二、三产业比重

使得城市群内部存在差异，教育与二、三产业的结构始终是城市发展形态的驱动力。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赋予了上海良好

的发展机遇，领先的经济、教育和发达的交通，促使其成为长三角城市群最具经济活力的资源配置中心。此外，在南京市、杭州

市、合肥市等出现了较大的城市组团，其周围又衍生出大小不一的小组团。以杭州为核心的东南地区具有发达的经济和第三产业

优势，成为长三角城市群的科技研发中心。西部以合肥为中心的安徽省，承接着江苏、浙江、上海等经济溢出效应和人口流出的

压力，成为城市群乃至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中部以南京市为核心的苏南地区的优势在于发达的经济和领先的教育水平，协同上

海、杭州等地成为科技培育的策源地。盐城市、扬州市、南通市等苏北地市依靠上海市的辐射和苏南的地理临近，主要承接相当

部分的人口流入。 

 

图 6长三角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差异驱动影响变化 

4 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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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结论 

本文通过城镇扩展强度指数、扩展差异指数、景观扩展指数等方法对城镇用地扩展的特征、质量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利用

耦合重心-GTWR 模型探讨各个城市的驱动机制，旨在凝结不同等级城市发展的核心功能定位。主要结论如下： 

 

图 7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形态驱动影响变化 

(1)1980—2018 年，长三角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张强度整体上呈现出下降—上升—下降的阶段性特征，即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长

三角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强度将会下降，经济、教育成为其变化的核心驱动因子。2005—2010 年期间长三角城市群城镇扩展强

度出现高峰，苏州、湖州、宣城一线以北各市的城镇扩展强度与整体的发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以南各市在2005—2010 年的城

镇扩展强度反而最小。高速扩展之后经济发展对用地的依赖性减弱，城镇用地集约化特征突出。 

(2)1980—2018 年，长三角城市群南部尤其是东南部城市发展速度高于北部区域，伴随时间推移，北部城市的发展速度开始

提高，区域发展的中心逐渐向北移动。经济、教育与二、三产业比重的驱动影响较大。上海始终处于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核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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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伴随经济的高速发展，区域发展重心逐渐向北部转移，形成上海市、杭州市、南京市、合肥市多核发展模式。 

(3)1980—2018 年，长三角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模式以飞地式和边缘式模式并存，呈现出原有城镇用地—填充式发展—边缘

式发展—飞地式与边缘式共存的扩展过程，教育与第二、三产业的结构始终是城市发展形态的驱动力。上海、苏常锡、杭州市、

合肥市等核心城市的增长极效应明显，对周边区域的辐射作用增强，城镇用地扩展主要以边缘式进行圈层式蔓延，其周围又衍生

出大小不一的小组团。盐城市、扬州市、南通市等苏北地市依靠上海市的辐射和苏南的地理临近，主要承接相当部分的人口流

入。在此期间长三角城市群的人口—土地协同度经历了由 2000—2005年的低密度扩展为主向集约、紧凑型转变，城镇用地创造

的经济效率显著。 

(4)在一体化和同城化的政策导向下，长三角城市群城市核心驱动力存在差异导致一体化和同城化的提高受到限制。1980—

2018 年，上海、江苏、浙江的经济体量高于安徽，伴随驱动因子在各城市的转移，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模式逐渐转变，出现了

以江苏省为核心的教育中心、浙江省为核心的创新中心和交通枢纽中心，同时各省并不独立，地理的邻近效应促使形成了以南京

市、杭州市、合肥市等为核心的大小不一的组团式发展的都市圈。 

4.2 讨论 

城市群日益成为国际区域竞争单元的主体。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双轮驱动下，未来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对城镇土地的需求

量仍然较大。作为发达城市的代表，经历过城镇扩张的快速发展时期，得益于城市主义和紧凑型城市的兴起，美国城市群的城镇

扩展实现了高密度生长，其经济贡献率达到全美的 67%[41]。北美五大湖城市群在其极具特色的市场主导模式下，形成了一个包括

地方政府、环保组织等利益集团、专业团体、商业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化发展联盟。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作为典型的核

心带动发展模式，多元化产业集聚特征明显。具有多中心格局的洛杉矶大都市区，人口、就业的分散化发展模式打破了市区和郊

区的传统规则，其经济贡献率达到全美的 21%。为进一步提高长三角的人口—土地、经济—土地的协调度，借鉴美国城市群的发

展模式，未来可从三个方面入手：(1)创新城市合作模式。不拘泥于行政区划的限定，长三角城市群内的各城市乃至与其他城市

可组成合作互赢、互惠互利的城市增长联盟。(2)提升城市群核心优势，以主导产业及产业集聚影响周边地区发展。(3)强化规划

引导。紧凑式发展势必会带来诸如人口拥挤、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社会和环境问题，因此长三角城市群必须通过实现环境保护

的务实政策有效利用其资源。 

城镇用地扩展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自然等多种要素的复杂系统，尤其是建设用地扩展过程中对耕地、林地

等占用以及系统中不同土地类型之间的转换。本文主要从宏观层面研究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演变过程，未来需进一步搜集和处

理有关城市内部不同功能用地资料，力争从城市内部探索不同功能用地的空间布局对城镇用地扩展的影响，系统揭示城市空间

扩展驱动机理，进而采用系统动力学等方法模拟预测在不同政策情景下城镇用地扩展的未来趋势和相应的资源配置情况。同时

如何进一步表征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的联系性和网络化的发展，打造多核心带动、整体协同发展值得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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